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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公共投资与最优城乡土地配置政策 

——基于量化空间均衡模型的分析* 

程  坤†  刘  岩‡ 

2021 年 7 月 

中文摘要：本文构建涵盖农村-城市人口迁移决策、城市集聚与人力资本外部性以及政

府土地财政行为的空间均衡模型，刻画了中国土地管理制度的主要特征。基于此对我国近年

来城乡土地配置现状和政策进行量化评估。结果显示，模型能够较好地刻画相应时段内中国

城乡土地配置、人口流动及空间经济分布的加总特征。以加总社会福利为目标函数，本文量

化考察了最优城乡土地配置政策。结果显示，我国仍有较大空间可以改进土地配置效率，统

筹城乡协调发展，在提高农地综合使用效率的同时并不会对粮食安全问题造成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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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ization, Public Investment, and Optimal Land Use Policy in 

China: A Quantitative Spatial Equilibrium Approach 

Summary: We construct a spatial equilibrium model covering rural-urban population migra-

tion decision-making,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human capital externality, and government’s land 

fiscal behavior, and describe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land management system. The re-

sults show the model can better fit the aggregat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and rural land allocation,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spatial economic distribution in China during the corresponding time pe-

riod. Taking the aggregate social welfare as the objective function, we further quantitatively exam-

ine the optimal urban and rural land allocation policy. The nume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re is 

considerable room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land allocation, coordinate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omprehensive use of agricultural land without neg-

atively affecting food security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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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构建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的现代市场体系以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针对要素市场制度建设的相关政策。

随后的十九大报告及十九届四中全会，更是将要素市场化配置这一问题上升到新的高度。

2020 年中央于连续三次出台重要文件1，系统部署“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要素市场

化配置体制机制的建设，是坚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活力，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完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路径。土地和劳动力，作为要

素市场化过程中最受瞩目的两类要素，其资源配置问题，因长期以来存在的城乡二元分割制

度性扭曲，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转型、收入分配改善、现代经济体系形成的主要因素。 

中国现有的土地制度存在特殊性：第一，土地制度的基础存在二元分割，即“城市土地

国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第二，《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土地非农化使用的唯一合法途

径是政府的征用或征收，奠定了地方政府土地供应一级市场的垄断地位；第三，土地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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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过程中增值收益由政府享有，仅给予失地农民不超过原用途 30 倍的补偿；第四，国家

通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以及土地指标管理，来实施土地的用途管制。 

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逐步形成了一条以地谋发展的土地财政之路。具体而言，

政府以土地一级市场供给垄断者身份，对城市发展和经济增长所需的土地要素资源进行再配

置：依靠价格低廉的生产性用地招商引资推进工业化，压低工业土地价格，维持制造业成本

优势；利用住宅和商服用地的招拍挂方式，最大化政府土地出让的收益，甚至采取土地抵押

方式换取银行贷款，以此积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资本，通过土地的资本化推进城市化

发展。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基于招商引资的考虑超额配置工业用地，出于最大化土地财政收

入的目的超额配置住宅与商服用地，使得城市扩张的速度和范围都急剧增大，出现大量侵占

农村用地的情况，对于优质耕地的占用更是屡见不鲜。这对我国的粮食安全造成了极大隐

患。为了确保粮食安全，保障足额的农业产出以自给自足，中央又推行实施了“最严格的耕

地保护制度，坚决守住 18 亿亩耕地红线”。国家对农地转非实行计划、指标、严格审批等

整体顶层规划，从总量上控制建设用地面积的扩张，每年分配给地方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受

到严格的限制。 

按照我国《土地管理法》中的规定，土地分为建设用地、农用地和未利用地三大类。建

设用地又进一步分为城市建设用地和农村建设用地。从体量上看，未利用地和农用地的面积

都远远大于建设用地。从近些年国家土地利用数据中可以看出（图 1），自 2009 年到 2015

年，我国土地利用情况实际上是农用地和未利用地转变成建设用地（农村和城市），并且形

成了农村建设用地、城市建设用地同向增加的情况。 

在这样的制度架构下，城乡土地要素配置不当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城市建设用地供给

不足导致房价涨幅过快(王媛和杨广亮，2016；刘修岩等，2019)；大量农民工迁入城市，闲

置农村住宅，甚至农地荒废，导致农村土地利用集约化程度低(王常伟和顾海英，2016)；城

市化与工业化引发的农地非农化过度导致农地保护不利现象也时有发生(谭荣和曲福田，

2006)；由于农村土地限定在农村集体内部流转，效率受到限制，不能有效缓解农户债务负

担(黄宇虹和樊纲治，2017)；土地资源配置不当阻碍了生产效率的提升(盖庆恩等，2017)。 

与土地要素配置问题紧密相关的是劳动力要素配置和农村人口城镇化问题。改革开放四

十多年，我国经济增长奇迹与城市化进程相伴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 1990 年的 26%，增

长到 2000 年的 36%，到 2017 年已经上升到 58%（图 2）。在此期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

率增长了不止一倍，大约 2.8 亿农民离开农村，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农民移居

城市带来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大量农民迁移到城市中来，其持有的宅基地等农村建设

用地资源得不到很好的流转利用，就会荒废在农村区域，加之农村居住本身就过于分散，从

而造成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导致土地不能集约使用。农村的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等资源

需要找到合适的渠道予以盘活。另一方面，农民进入城市，为城市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极大的

人口红利。人力资本的集聚效应为城市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由于我国特殊的土

地制度和户籍制度，这部分集聚效应的正外部性会导致经济无法处于最有效的生产状态，也

无法通过市场经济体制自动实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理论上说，城市集聚效应正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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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带来的劳动力配置扭曲，需要通过政府恰当的补贴予以纠正。但地方政府财政规模是有限

的，既要对劳动力配置进行补贴，又要负责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注定了地方政府需要在两

者之间进行权衡和抉择：一方面是在土地征收利用中给予农民合理公平的补偿，另一方面是

土地财政对土地溢价收益的强烈需要。 

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仍会持续进行，城市的发展和扩张需要土地，

然而在现有的土地制度框架下，城市建设用地的供给往往不足，同时人口迁移所带来的城市

集聚的外部性问题，均易导致市场均衡的无效率，即不能达到社会总福利最大化。本文旨在

探索研究，维持目前土地用途管理的大框架不变，如何通过政策的调整更有效率的配置城乡

土地资源，即探究能够使福利最大化的土地配置政策。 

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涵括农村-城市人口迁移、人力资本外部性和政府公共投资的空

间均衡模型，并进一步将中国土地利用制度的主要特征纳入模型中，包括城乡土地所有权、

分配权及收益权。利用 2009 – 2016 年未利用地、农用地、农村建设用地、城市建设用地的

存量及流量数据，以及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和移民安置补偿的数据，对模型中描述现行土地配

置政策的制度参数进行了校准。结果显示，模型能够较好的拟合相应时间段内中国城乡土地

配置、人口流动及空间经济分布的加总特征。以加总社会福利为目标函数，本文进一步量化

考察了最优城乡土地配置政策。数值结果显示，我国仍有相当大的空间可以改进土地配置效

率，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本文的结论是，在现有土地用途管理的基本政策框架下，应注重未

利用地-农村建设用地的统筹利用，进一步完善城市建设用地的来源渠道，通过可持续的城

乡土地开发，实现更好的基础设施投资与人口迁移绩效。 

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的贡献集中于以下三点。第一，本文将长期以来受到忽视的

未利用地纳入到理论模型中，并将城市建设用地划分为生产性用地和消费性用地，还限定农

村土地只在内部流转，从而使得模型能够完整、准确刻画中国土地配置的现状。第二，本文

采用了全面的数据校准，并借助理论模型和数值模拟的方法对土地配置及政策现状进行了较

为完备的量化评估，这种基于结构模型的量化政策分析对深入理解中国复杂的经济现实有着

良好的适用性。第三，基于校准模型的最优政策分析表明，中国现行城乡土地配置政策，包

括土地财政下的基建支出与征地补偿占比，整体上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并且对农用地更充

分的综合利用并不会对粮食安全产生威胁。 

本文其余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已有关于城乡土地资源配置的研究进行综述分析，

并指出本文的主要贡献；第三部分构建内生城市化空间均衡模型及模型的均衡解；第四部分

描述了数据统计及相关参数的校准；第五部分是数值模拟结果的分析及最优城乡土地配置政

策的讨论；第六部分是总结。 

二、文献回顾 

围绕城乡土地资源配置政策的研究，已有不少学者从不同方面进行了分析。有部分学者

从我国土地政策对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角度着手，进行了研究。Wang and Tan (2020)通

过构建局部均衡模型，来研究农村建设用地市场化的效率和配置问题，并认为农村建设用地

的市场化可以改善土地配置效率，通过城市和农村部门的再分配效应，会为农村部门带来更

多的福利收益。Tan et al. (2020)通过比较近些年我国土地政策试点地区的三种流转模式，来

研究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分配效应，发现当土地流转政策越是自由时，土地收益的分

配效率越高，越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顾汉龙等(2017) 通过构建以 Logit模型为基础的“地

票”指标流转模型，探究市场机制引入对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效率的影响，并认为“地票”

指标供给的弹性优化了建设用地的配置效率。 

由于我国是典型的城乡二元体系结构，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行为实际上对城乡土地资源

配置政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有不少学者从这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分析。雷潇雨和龚六堂

(2014)讨论了土地出让行为对地方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影响，认为城市地方政府最优的土地出

让策略是低价出让工业用地、高价出让商住用地。王媛和杨广亮(2016)研究了地方政府干预

土地市场化配置的行为及绩效，并认为政府配置土地资源所带来的地方经济增长效应和土地

利用效率均十分有限。Wang and Hui (2017)研究了地方政府是否会为了最大化土地出让收入



 

- 4 - 

而采取不同的土地出让行为，并认为虽然政府的干预行为会改善社会公共福利，但会引起土

地资源的错配。 

土地资源配置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也是诸多研究者的主题之一。张莉等(2019)通过建立工

业用地价格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来研究土地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质量的关系，并认

为城市土地资源存在错配，必须要继续深化土地市场改革，提高土地配置效率。刘守英(2018)

认为土地制度的安排与变迁对我国经济结构转型起着重要的作用，未来需进一步深化土地制

度改革：降低对土地的依赖，认识到低成本土地支撑的产业竞争力减弱，不是改变中国城乡

结构的长远之计。徐升艳等(2018)通过构建土地出让市场化指标，分析土地出让市场化对城

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和影响效应，并指出土地出让市场化在长期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

作用。盖庆恩等(2017)构建了两部分模型，说明了土地资源配置不当对中国加总劳动生产率

的影响机制。冒佩华等(2015)建立基于农地经营权流转市场的农户决策模型，验证了农地流

转能使农民劳动生产率显著提升。 

由于我国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民享有农村土地的使用权和承包权，因此城乡土地资

源分配政策和劳动力迁移的关系也引起了诸多学者的研究。Zhao (2020)建立理论框架来解释

频繁的农地资源分配会引起劳动力资源的错配，而禁止这类行政分配行为会纠正劳动力分配

不当的情形。周文等(2017)在单中心城市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考虑劳动力异质性，并引入土地

流转和人口迁移的限制，分析了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城市化的关系。结果表明，人力资本

较高的农村劳动力具有迁往城市的内在动力，允许土地流转或者松绑户籍制度，城市劳动力

产出增加，城市化率提高，同时农村劳动力福利大幅改善。因此，他们认为，土地流转制度

与户籍制度的联合改革能够有效加快城市化进程，从而促进中国城市化红利的共享。此外，

有研究表明，在我国政府不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至全面放开的过程中，仍会有大量的农民工

进入城市，劳动力的优化配置会增加 GDP，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缩小收入差距(宋扬，2019)。 

上述研究中，大都把土地市场区分为农村土地市场和城市土地市场来单独进行分析，这

与我国城乡土地二元结构是相一致的。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

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中提出，“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制度性通道要基本打通”。为

此，有必要构建城乡各类土地要素流转以及劳动力要素迁移的理论模型，从空间一般均衡的

角度分析中国城乡土地配置的整体情况及最优政策。 

三、模型的设定及求解 

本文所构造的空间均衡模型，是建立在 Lucas(2009)、Gennaioli et al.（2013)、周文等(2017)

等已有研究基础上。模型为一个考虑了居民人力资本异质性和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多部门静态

模型，并加入了人力资本和城市集聚外部性、政府生产性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两个重要现实特

征。同时，模型还系统刻画了我国土地利用与管理的主要制度特征，包括城乡土地所有权、

土地流转与租金收入划分等。 

(一)模型设定 

整个经济体被分为两个区域：城市𝑢、农村𝑟。经济体中有三类行为主体：农村居民、城

市居民和地方政府。其中农村与城市居民人口占比初始值分别为𝑁𝑟与𝑁𝑢，每位居民均贡献

一单位劳动力。农村居民在农村生产农产品𝑦𝑎，城市居民在城市生产非农产品𝑦𝑛，地方政府

在城市提供生产性公共基础设施𝑔𝑢，该公共品由非农产品按 1 比 1 直接转换可得2。城市居

民和农村居民均具有一定的人力资本禀赋，但不同个体间的人力资本具有异质性。具体而

言，城市和农村的每一个居民都拥有ℎ ∈ ℝ++单位的人力资本，两个区域ℎ的大小服从相同的

帕累托分布Pareto(𝑘, ℎ)，密度函数为𝑓(ℎ) = 𝑘ℎ𝑘 ℎ𝑘+1⁄ , ℎ ≥ ℎ，ℎ表示人力资本的下限。下文

将用ℎ来表示一个城市或者农村居民个体。模型时期为一期。期初农村居民拥有农用地、农

村建设用地与未利用地的禀赋。时期中，部分农村居民会做出移民决策，其土地禀赋会发生

相应变换，决定期末的土地配置状况。期末，农村与城市居民在新的土地配置状况下各自进

行生产、消费决策，而包含有移民决策的空间均衡保证各个市场出清条件得到满足。 

 

2 此处的潜在假设是地方政府对农村地区的公共品投入占比远小于城市，故在模型分析中将其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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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土地 

与我国的土地管理法规一致，模型中经济体的土地资源总量Ω划分为五种类型：农用地、

农村建设用地、城市生产性用地、城市消费性用地、未利用地。这五类土地在期初各自的总

量分别为Ω𝑎、Ω𝑟、Ω𝑛、Ω𝑢以及Ω0。由于农村土地征用及农村居民移民的原因，五类土地期

末各自的总量会发生变化，分别记为Ω𝑎
′ 、Ω𝑟

′ 、Ω𝑛
′ 、Ω𝑢

′ 以及Ω0
′ ，但经济整体土地资源Ω保持

不变。按照《土地管理法》规定，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

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因此，在模型中，我们设定城市区域的土

地Ω𝑛 + Ω𝑢所有权归属政府。政府出租生产性用地给城市居民生产非农产品，并收取单位土

地租金𝑅𝑛；同时将消费性用地出租给城市居民供其居住所用，并收取单位土地租金𝑅𝑢。农

村区域的土地所有权归属农村集体，农村集体将农用地免费分包给农村居民，供其生产农产

品；同时将农村建设用地免费给予农村居民予以居住使用。因此，每一个农村居民可免费获

得𝑙𝑎单位农用地和𝑙𝑟单位农村建设用地作为初始禀赋，即Ω𝑎 = 𝑁𝑟𝑙𝑎与Ω𝑟 = 𝑁𝑟𝑙𝑟。在此模型

中，我们假设未利用地Ω0归属农村集体所有，每一个农村居民可免费获得𝑙0单位未利用地作

为初始禀赋，故Ω0 = 𝑁𝑟𝑙0。作为对中国农地流转制度现状的简化近似3，模型中农村居民可

以自愿交易其农用地禀赋，收取或支付相应的农用地地租；农村建设用地不可交易。 

农村土地征用以及移民过程中，迁移农村居民的土地禀赋会以农用地和农村建设用地的

形式留在农村中（具体设定见第 5 小节）。这部分土地将在剩余农村居民中进行平均分配，

由此得到农村居民期末的人均农用地禀赋𝑙𝑎
′ 与人均建设用地禀赋𝑙𝑟

′。 

2. 生产函数 

农产品只在农村区域由农村居民生产，相应的生产函数为： 

𝑦𝑎
ℎ = 𝐴𝑎ℎ𝛽𝑎(𝑇𝑎

ℎ)1−𝛽𝑎 , 0 < 𝛽𝑎 < 1 (1) 

其中，𝑇𝑎
ℎ表示人力资本为ℎ的农村居民进行农产品生产时所使用的农用地土地面积，𝐴𝑎

表示农产品的生产率，𝛽𝑎表示农产品生产中的人力资本份额。由于每一个农村居民都拥有𝑙𝑎

单位的农用地禀赋，因此农村居民ℎ仅需在农用地流转市场租用或者出租𝑇𝑎
ℎ − 𝑙𝑎

′ 单位的农用

地，并支付或者收取租金。我们用𝑅𝑎表示单位农用地租金，𝑝𝑎表示农产品的单位价格，则农

村居民ℎ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为： 

𝜋𝑟
ℎ(𝑝𝑎 , 𝑅𝑎) = 𝑝𝑎𝑦𝑎

ℎ − 𝑅𝑎(𝑇𝑎
ℎ − 𝑙𝑎

′ ) (2) 

当𝑇𝑎
ℎ > 𝑙𝑎

′ 时，上式表示农村居民ℎ需支付𝑅𝑎(𝑇𝑎
ℎ − 𝑙𝑎

′ )作为扩大农业生产规模的地租成

本；而当𝑇𝑎
ℎ < 𝑙𝑎

′ 时，上式表示ℎ可以在农业生产收入外再获得一笔土地流转出租收益。 

非农产品的生产只在城市区域进行。为保持模型简洁，我们假设城市居民及农村移民直

接拥有厂商及其生产技术，不再假设存在单独的非农产品厂商部门。城市居民ℎ从事非农产

品生产的生产函数为： 

𝑦𝑛
ℎ = 𝐴𝑛ℎ𝛽𝑛(𝑇𝑛

ℎ)1−𝛽𝑛𝑔𝑢
𝜀 , 0 < 𝛽𝑛 < 1, 0 < 𝜀 < 1 (3) 

其中，𝑇𝑛
ℎ表示城市居民ℎ进行非农产品生产时所需的城市生产性用地面积，𝛽𝑛表示生产

函数中的人力资本份额，𝑔𝑢表示地方政府提供的生产性公共基础设施，𝜀表示城市公共品的

产出弹性。已有文献指出考虑地方政府生产性公共支出后，我国的总生产函数具有轻微的规

模报酬递增特性(金戈，2016)。非农产品的生产率为𝐴𝑛。参考周文等(2017)、Gennaioli et al. 

(2013)，我们在𝐴𝑛的设定中引入人力资本和城市人口聚集所带来的外部性： 

𝐴𝑛 = 𝐴̅((𝔼𝑢ℎ)𝜓𝐿𝑢)
𝛾

, 𝛾 > 0, 𝜓 ≥ 1 (4) 

其中，𝐴̅表示非农产品的外生技术水平；𝔼𝑢ℎ表示城市区域内人力资本的平均水平，由

所有城市居民（包括农村移民）的人力资本加总得到；𝐿𝑢表示城市劳动力总量。参数𝜓代表

人力资本外部性影响中质量的相对重要性：当𝜓 = 1时，人力资本的总量(𝔼𝑢ℎ)𝐿𝑢是决定生产

率水平的唯一内生因素；当参数𝜓 > 1时，人力资本平均水平的增加对生产率提升的边际作

 

3 近年来国家大幅放宽了农地流转改革，特别是农用地流转改革。农用地租赁经营、集约化利用在全国

范围内均已实施。在模型中，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做了一个极端假设，即农地可以自由流转，由承包经营

权所有者（农户）收取或支付竞争性租金。在反事实模拟中，我们亦考虑了另一个极端情形，即农地完全

不能流转，每户只能在其承包经营地上进行农业生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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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就加大，并且该效应随着𝜓变大而递增。参数𝛾代表城市人口集聚所带来的外部性：当𝛾 >

0时，城市的生产率水平规模效应存在。 

城市居民在城市区域租用生产性用地生产非农产品，需要支付竞争性单位土地租金𝑅𝑛。

但与现实情形一致，我们假设生产性用地的使用可以获得地方政府的地租补贴，补贴率为

𝜏𝑛。用𝑝𝑛表示非农产品的单位价格，则城市居民ℎ生产非农产品获得的收入为： 

𝜋𝑢
ℎ(𝑝𝑛, 𝑅𝑛) = 𝑝𝑛𝑦𝑛

ℎ − (1 − 𝜏𝑛)𝑅𝑛𝑇𝑛
ℎ (5) 

3. 居民偏好与预算约束 

农村居民ℎ的效用函数为如下形式： 

𝑈𝑟
ℎ = [(𝑐𝑟,𝑎

ℎ )
𝛼

(𝑐𝑟,𝑛
ℎ )

1−𝛼
]

𝜃
𝑙𝑟

1−𝜃 , 0 < 𝛼 < 1, 0 < 𝜃 < 1 (6) 

其中，𝑐𝑟,𝑎
ℎ 表示对农产品的消费，𝑐𝑟,𝑛

ℎ 表示对非农产品的消费，𝑙𝑟表示农村居民的建设用

地禀赋4。由于农村建设用地无法直接流通交易，因此农村居民仅选择农产品与非农产品的

消费。农村居民面对的预算约束为： 

𝑝𝑎𝑐𝑟,𝑎
ℎ + 𝑝𝑛𝑐𝑟,𝑛

ℎ ≤ 𝜋𝑟
ℎ(𝑝𝑎, 𝑅𝑎) (7) 

城市居民ℎ的效用函数与农村居民类似： 

𝑈𝑢
ℎ = [(𝑐𝑢,𝑎

ℎ )
𝛼

(𝑐𝑢,𝑛
ℎ )

1−𝛼
]

𝜃
(𝑎𝑢

ℎ)1−𝜃, 0 < 𝛼 < 1, 0 < 𝜃 < 1 (8) 

其中，𝑐𝑢,𝑎
ℎ 表示对农产品的消费，𝑐𝑢,𝑛

ℎ 表示对非农产品的消费。与农村居民消费自己的建

设用地禀赋不同，城市居民需要在市场上租用城市建设用地满足其需求，这一需求用𝑎𝑢
ℎ来表

示，所面对的单位租金为𝑅𝑢。城市居民面对的预算约束如下： 

𝑝𝑎𝑐𝑢,𝑎
ℎ + 𝑝𝑛𝑐𝑢,𝑛

ℎ + 𝑅𝑢𝑎𝑢
ℎ ≤ 𝜋𝑢

ℎ(𝑝𝑛, 𝑅𝑛) (9) 

4. 农村居民迁移决策 

我们通过农村居民的迁移行为来刻画城市化过程。农村居民可以选择放弃在农村的土地

禀赋，迁移到城市中生活、工作。但现实中，农村居民进入城市生活需要面对一系列户口等

制度所带来的额外成本(宋扬，2019)。在模型中，我们假设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居民会一次

性损失𝜙单位的人力资本，与此刻画人口迁移中农村居民所面对制度成本。我们用下标𝑚来

表示移民的行为决策变量，这样方便将该群体与留在农村的居民𝑟和原有城市居民𝑢进行区

分。 

一旦农村居民ℎ迁移到城市中，其效用函数将变为城市居民的效用函数形式，但其人力

资本将下降为ℎ − 𝜙： 

𝑈𝑚
ℎ = [(𝑐𝑚,𝑎

ℎ )
𝛼

(𝑐𝑚,𝑛
ℎ )

1−𝛼
]

𝜃
(𝑎𝑚

ℎ )1−𝜃 (10) 

农村居民可以选择留在农村生活，生产农产品；也可以选择接受迁移到城市所带来人力

资本的损失，并留在城市区域生活，生产非农产品。迁移决策临界点处，农村居民选择留在

农村或者迁往城市所得的效用相同，故迁移决策的均衡条件为： 

𝑈𝑚
ℎ = 𝑈𝑟

ℎ (11) 

这部分农村移民所面临的预算约束与(9)类似，但其收入包含了人力资本下降的影响以

及放弃农村土地禀赋时所获得的额外收入： 

𝜋𝑚
ℎ (𝑝𝑛, 𝑅𝑛) = 𝑝𝑛𝑦𝑚

ℎ − (1 − 𝜏𝑛)𝑅𝑛𝑇𝑚
ℎ

+(𝜔𝑎𝑙𝑎 + 𝜔0𝑙0)𝜑𝑐𝑚(𝜎𝑧𝑅𝑛 + (1 − 𝜎𝑧)𝑅𝑢) (12)
 

上式右端第三项代表进城农民所获土地占用补偿（如拆迁赔偿）。初始时，每一个农村

居民的土地禀赋为{𝑙𝑎 , 𝑙𝑟 , 𝑙0}，即拥有𝑙𝑎单位农用地的使用权、𝑙𝑟单位农村建设用地的使用权、

𝑙0单位未利用地的使用权。由于我国的土地制度是“城市土地国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

因此农村居民并不拥有农村土地的完全产权。同时，从土地数据中不难发现，农用地和未利

 

4 现实中农村居民每户的宅基地面积固定且难以进行流转调整，因此我们假设𝑙𝑟为固定的禀赋量。重庆、

四川等地在开展的“地票”改革，即允许农村居民宅基地进行流转，特别是跨城乡流转。但由于仍然处于

试点中，未向全国推广，因此我们在模型中不予考虑。 



 

- 7 - 

用地的土地面积逐年下降，而农村建设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的土地面积则逐年上升。因此，

我们设定每一个农村居民迁移到城市的过程中，伴随着农村居民迁移而转换的农用地的占比

为𝜔𝑎，转换的未利用地占比𝜔𝑢，即每一个农村劳动力的迁移都伴随着𝜔𝑎𝑙𝑎 + 𝜔0𝑙0单位的土

地转换成建设用地5。这部分转换为建设用地的土地中，转换为农村建设用地的占比为𝜑𝑟，

转换为城市建设用地的占比为𝜑𝑐，𝜑𝑟 + 𝜑𝑐 = 1。转换为新增城市建设用地的面积中生产性

用地占比为𝜎𝑧，消费性用地占比则为1 − 𝜎𝑧。这四个参数𝜔𝑎, 𝜔0, 𝜑𝑐, 𝜎𝑧完整刻画了现行农地转

非农地的加总政策特征，下文我们将通过数据对这组政策参数做校准，并进行量化评估6。 

需要指出的是，在模型中，农村居民迁移到城市的行为过程是瞬时完成的。不随农村居

民转换而留在农村的农用地土地将平均分配给留守的农村居民，也就是说，模型允许完全的

农用地流转，农用地土地市场不存在摩擦；而伴随着迁移过程增加的农村建设用地土地也将

平均分配给留守的农村居民。 

另外，由于我国土地制度是城乡二元结构，因此城市想利用农村土地资源，必须先改变

土地的属性，征用农村土地，并转化为国有属性。然而给予农民或者农村集体的补偿却只是

按照原有用途予以补偿，农民没有办法参与到巨大的土地升值中。在模型中，我们设定𝑚为

给予农民征地的补偿与土地出让款的比值。除去对农民的补偿外，土地出让款是（地方）政

府土地财政的核心，因此政策变量𝑚也是下文进行土地配置政策分析的核心对象之一。 

5. 政府 

前文提到政府提供城市生产性公共基础设施，这部分公共支出的资金来源于政府从城市

建设用地收取的土地租金，即上期存量城市建设用地的土地租金加上本期新增城市建设用地

的土地租金。尽管理论上政府是存量城市建设用地的所有收入和价值的垄断所有者，但现实

条件下政府在存量土地经营过程中需要支付成本，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土地融资的财务成本
7。与此一致，本文假设模型中存量土地（地租）收入的一个比例𝜇 < 1为地方政府可以直接

使用的资金来源，而1 − 𝜇表示土地经营过程中所需支付的成本占比。进一步设定存量土地

中生产性用地占比为𝜎𝑐（可与新增城市建设用地中生产性用地占比𝜎𝑧取值不同）。最后，与

现实一致，政府还会对生产性用地进行补贴，以降低使用者实际支付的租金。 

因此，政府公共支出需满足以下条件： 

𝑝𝑛𝑔𝑢 = 𝜇(Ω − Ω𝑎 − Ω𝑟 − Ω0)(𝜎𝑐𝑅𝑛 + (1 − 𝜎𝑐)𝑅𝑢)

+(𝜔𝑎𝑙𝑎 + 𝜔0𝑙0)𝜑𝑐(1 − 𝑚)(𝜎𝑧𝑅𝑛 + (1 − 𝜎𝑧)𝑅𝑢)𝑁𝑟 ∫ 𝑓(ℎ)𝑑ℎ
+∞

ℎ

−𝜏𝑛𝑅𝑛 (𝑁𝑟 ∫ 𝑇𝑚
ℎ𝑓(ℎ)𝑑ℎ

+∞

ℎ̅

+ 𝑁𝑢 ∫ 𝑇𝑛
ℎ𝑓(ℎ)𝑑ℎ

+∞

ℎ

) (13)

 

上式右端第二项表示扣除对进城农民土地补偿款后，剩余的新增城市建设用地租金总值

（对应土地出让收入），第三项表示对城市生产性用地的租金补偿总额，而𝑁𝑟 ∫ 𝑓(ℎ)𝑑ℎ
+∞

ℎ

这一积分表示农村移民人口总数。 

(二)模型的均衡与求解 

在不同区域，居民效用因选择而不同。城市居民选择租用消费性用地的土地面积以及消

费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数量以达到效用的最大化。而农村居民因其住宅用地是由集体免费提

 

5 未转换为建设用地的移民土地面积(1 − 𝜔𝑎)𝑙𝑎 + (1 − 𝜔0)𝑙0，则按照原来的土地性质留在农村中。 

6 此处农村土地（含未利用地）转城镇用地的来源、流向，均是从加总意义上进行校准。现实中，大多

农户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失去的是农用地或农村建设用地，而不是未利用地禀赋。但在加总数据中（图 1），

农村整体建设用地呈现增加趋势，这说明现实中有农用地和未利用地转变为农村建设用地，而同时农村建

设用地又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的情况。为了在加总层面准确反映土地分类型净变动情况，我们选择(12)式

所述方式进行建模。 

7 土地财政与土地金融是紧密相联的两个环节：地方政府征收土地后，需要通过抵押融资获得土地改

造、园区修建、基础设施完善等所需的资金；而只有当土地及配套条件成熟后，才有可能在土地出让环节

获取较好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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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只需要选择消费多少产品以实现效用最大化。迁移居民则需要通过选择留守在农村或者

迁入城市来实现其效用最大化。 

模型中的空间均衡需同时满足以下六个条件： 

（1）迁移活动停止，即对于农村劳动力，边际个体留守农村所获得的效用与迁移到城

市区域所获得的效用相同。此时，临界值的人力资本ℎ̅，满足： 

𝑈𝑚
ℎ̅ = 𝑈𝑟

ℎ̅ (14) 

（2）城市建设用地市场出清。城市建设用地的需求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期末城市生

产性用地Ω𝑛
′ ，即迁移居民和城市居民在城市生产非农产品所需的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Ω𝑛
′ = 𝑁𝑟 ∫ 𝑇𝑚

ℎ𝑓(ℎ)
+∞

ℎ̅

𝑑ℎ + 𝑁𝑢 ∫ 𝑇𝑛
ℎ𝑓(ℎ)

+∞

ℎ

𝑑ℎ (15) 

第二，期末城市消费性用地Ω𝑢
′ ，即迁移居民和城市居民居住所需的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Ω𝑢
′ = 𝑁𝑟 ∫ 𝑎𝑚

ℎ 𝑓(ℎ)𝑑ℎ
+∞

ℎ̅

+ 𝑁𝑢 ∫ 𝑎𝑢
ℎ𝑓(ℎ)𝑑ℎ

+∞

ℎ

(16) 

城市建设用地的供给来自两个方面。首先，城市原有的建设用地面积(Ω − Ω𝑎 − Ω𝑟 −

Ω0)；其次，伴随着迁移居民进城而征收转换得到的城市建设用地面积：(𝜔𝑎𝑙𝑎 + 𝜔0𝑙0)𝜑𝑐 ∙

𝑁𝑟 ∫ 𝑓(ℎ)𝑑ℎ
+∞

ℎ
，其中𝑁𝑟 ∫ 𝑓(ℎ)𝑑ℎ

+∞

ℎ
代表从农村进城移民总量8。因此，城市建设用地出清条

件为如下两个。第一，城市生产性用地出清条件为： 

𝜎𝑐(Ω − Ω𝑎 − Ω𝑟 − Ω0) + 𝜎𝑧(𝜔𝑎𝑙𝑎 + 𝜔0𝑙0)𝜑𝑐 ∙ 𝑁𝑟 ∫ 𝑓(ℎ)𝑑ℎ
+∞

ℎ

= Ω𝑛
′ (17) 

第二，城市消费性用地出清条件为： 

(1 − 𝜎𝑐)(Ω − Ω𝑎 − Ω𝑟 − Ω0) + (1 − 𝜎𝑧)(𝜔𝑎𝑙𝑎 + 𝜔0𝑙0)𝜑𝑐 ∙ 𝑁𝑟 ∫ 𝑓(ℎ)𝑑ℎ
+∞

ℎ

= Ω𝑢
′ (18) 

（3）农用地出清。留守在农村的居民因其人力资本的不同，对农用地的需求有所不同。

不过农用地仅在农村集体内部流转，因此保证了需求与供给的匹配，农用地出清条件为： 

∫ (𝑇𝑎
ℎ − 𝑙𝑎

′ )
ℎ̅

ℎ

𝑓(ℎ)𝑑ℎ = 0 (19) 

注意，上式仅为依然留在农村的居民相互间进行农地流转的均衡条件。与此同时，农村

居民移民城市时，未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的人均土地禀赋(𝜔𝑎𝑙𝑎 + 𝜔0𝑙0)(1 − 𝜑𝑐) = (𝜔𝑎𝑙𝑎 +

𝜔0𝑙0)𝜑𝑟，则以农村建设用地的形式留在农村。模型中我们假设这部分农村建设用地总额均

分给留在农村的居民。除此之外，移民城市的农村居民还有人均(1 − 𝜔𝑎)𝑙𝑎的农地禀赋留在

农村，我们同样假设这部分农地均分给留在农村的居民。因此，在迁移过程发生后，依然留

在农村的居民，其人均农用地禀赋和人均农村建设用地禀赋期末值如下： 

𝑙𝑎
′ =

Ω𝑎 − 𝜔𝑎𝑙𝑎𝑁𝑟 ∫ 𝑓(ℎ)𝑑ℎ
+∞

ℎ̅

𝑁𝑟(1 − ∫ 𝑓(ℎ)𝑑ℎ
+∞

ℎ̅
)

(20) 

𝑙𝑟
′ =

Ω𝑟 + (𝜔𝑎𝑙𝑎 + 𝜔0𝑙0)𝜑𝑟𝑁𝑟 ∫ 𝑓(ℎ)𝑑ℎ
+∞

ℎ̅

𝑁𝑟(1 − ∫ 𝑓(ℎ)𝑑ℎ
+∞

ℎ̅
)

(21) 

（4）农产品市场出清。农产品的需求来自三个方面：农村居民、迁移居民和城市居民

对农产品的消费。而农产品的供给由留守的农村居民生产。故市场出清条件如下： 

𝑁𝑟 ∫ 𝑐𝑟,𝑎
ℎ

ℎ̅

ℎ

𝑓(ℎ)𝑑ℎ + 𝑁𝑟 ∫ 𝑐𝑚,𝑎
ℎ

+∞

ℎ̅

𝑓(ℎ)𝑑ℎ + 𝑁𝑢 ∫ 𝑐𝑢,𝑎
ℎ

+∞

ℎ

𝑓(ℎ)𝑑ℎ = 𝑁𝑟 ∫ 𝑦𝑎
ℎ

ℎ̅

ℎ

𝑓(ℎ)𝑑ℎ (22) 

 

8 注意，Ω𝑎, Ω𝑟 , Ω0均为初始的农村农用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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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非农产品市场出清。非农产品的需求来自四个方面：农村居民、迁移居民和城市

居民，以及政府提供生产性公共基础设施时所需投入的非农产品。非农产品的供给来自两个

方面：迁移居民和城市居民在城市区域生产非农产品。故市场出清条件如下： 

𝑁𝑟 ∫ 𝑐𝑟,𝑛
ℎ

ℎ̅

ℎ

𝑓(ℎ)𝑑ℎ + 𝑁𝑟 ∫ 𝑐𝑚,𝑛
ℎ

+∞

ℎ̅

𝑓(ℎ)𝑑ℎ + 𝑁𝑢 ∫ 𝑐𝑢,𝑛
ℎ

+∞

ℎ

𝑓(ℎ)𝑑ℎ + 𝑔𝑢

= 𝑁𝑟 ∫ 𝑦𝑚
ℎ

+∞

ℎ̅

𝑓(ℎ)𝑑ℎ + 𝑁𝑢 ∫ 𝑦𝑛
ℎ

+∞

ℎ

𝑓(ℎ)𝑑ℎ (23)

 

（6）政府公共支出出清。即上述(13)式。 

当给定价格{𝑝𝑛, 𝑅𝑎 , 𝑅𝑛, 𝑅𝑢}，个体最优决策使得以上出清条件同时满足时，经济体实现

空间均衡，不再有劳动力流动。由于上述均衡条件涉及众多非线性方程，且多处计算无显示

表达式，我们使用数值方法求解模型均衡。经过化简，上述均衡条件可以表示为

{ℎ̅, 𝑝𝑛, 𝑅𝑎 , 𝑅𝑛, 𝑅𝑢, 𝑔𝑢}这六个变量的六个非线性方程组。为了确保均衡求解的可靠性，我们同

时计算了各方程关于这六个变量的 Jacobi 矩阵解析表达式，同时带入 MATLAB 多元非线性

方程求解函数中进行运算。此外，在数值均衡解附近，我们检验了方程是否穿越 0 点，以确

保数值解的精确性。 

四、数据统计与参数校准 

为了直观地展现本文模型与中国土地资源配置情况的契合程度，并利用该模型分析土地

政策变化的全面影响，我们首先使用数值校准的方法，将中国土地利用制度的主要特征量化

为模型参数，然后以此为基准考察土地配置政策对福利水平、农业产出、非农产出等诸多方

面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构造的模型是静态模型，模型仅包括一期的期初、期末两

个时点。为进行模型校准，我们将相邻两年数据（年末值）对应到模型一期，进而通过 2009 

– 2016 共 6 组相邻两年数据的均值，对模型参数进行校准9。校准细节请见附录。 

我们根据现实的数据拟合上文构建的理论模型。表 1 中列出了模型校准所用的参数值。

考虑到模型校准的量纲，本文将总人口单位化为 1，与之相对应，各类土地面积也进行单位

化。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将除工矿仓储用地、商服用地、住宅用地以外的其他城市土地，定

义为基础设施用地，将其面积平均分配给城市生产性用地和城市消费性用地10。因此本文中，

城市土地分类两大类：生产性用地（包括工矿仓储用地、商服用地以及部分基础设施用地）

和消费性用地（包括住宅用地及部分基础设施用地）。模型中还需要对反应我国现行土地配

置政策的制度参数进行了校准，如表 1 所示。 

表 1    参数校准值 

参数 含义 数值 参考依据 

𝑁̅𝑟 农村居民人口占比 0.524 国家统计局 

𝑁̅𝑢 城市居民人口占比 0.476 同上 

Ω̅𝑎 农用地面积 0.480 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 

Ω̅𝑟 农村建设用地面积 0.021 同上 

Ω̅𝑛 城市生产性用地面积 0.003 同上 

Ω̅𝑢 城市消费性用地面积 0.003 同上 

Ω̅0 未利用地面积 0.196 同上 

𝜃 居民产品消费支出占比 0.83 许宪春等(2012) 

𝜀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产出弹性 0.21 金戈(2016) 

𝑘 帕累托分布参数 2.8 Garriga et al. (2017) 

 

9 从 2009 年开始，国土资源部每年组织开展全国城镇土地利用数据汇总工作，详细记录了城镇各类土

地利用数据，并形成《全国城镇土地利用数据汇总成果分析报告》。直至 2016 年为最后一次公布此分析报

告。因此本文选择 2009 – 2016 年的数据进行研究。 

10 中国城镇土地类型划分与统计，分为工矿仓储用地、商服用地、住宅用地与其他城市建设用地，后

者对应了广义的基础设施用地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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ℎ 居民起始人力资本 2 Gennaioli et al. (2013) 

𝜓 人力资本质量的相对重要性 7.5 同上 

𝛾 规模经济重要性 0.05 同上 

𝛽𝑎 农产品生产函数中人力资本占比 0.75 Tombe and Zhu (2019) 

𝛽𝑛 非农产品生产函数中人力资本占比 0.91 同上 

𝐴̃ 城市区域整体生产率水平 1  

𝜔̅𝑎 农用地转换建设用地系数 0.0128 实际测算所得 

𝜔̅0 未利用地转换建设用地系数 0.0173 同上 

𝜎̅𝑐 上期存量城市用地中生产用地占比 0.5101 同上 

𝜎̅𝑧 本期新增城市用地中生产用地占比 0.5547 同上 

𝑚̅ 移民所获补偿占土地出让款的比例 0.5354 同上 

𝜇̅ 存量土地租金中政府可以使用的比例 0.6879 同上 

𝜑̅𝑟 新增建设用地中农村建设用地占比 0.5240 同上 

𝛼 农产品消费对居民效用的贡献率 0.2717 模型校准所得 

𝜙 迁移造成的人力资本损失 3.3250 同上 

𝜏𝑛 地方政府的地租补贴比率 0.8107 同上 

 

为校准人口及土地配置参数，我们首先计算 2009 – 2016 各年度相应参数取值，再取样

本期平均作为最终校准值。人口结构方面，根据统计局数据可以直接计算农村和城镇人口占

比𝑁𝑟,𝑡 , 𝑁𝑢,𝑡。我们使用各年度《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的土地利用数据，来计算农用地、

农村建设用地、城市生产性用地、城市消费性用地和未利用地的占比Ω𝑎,𝑡 , Ω𝑟,𝑡, Ω𝑛,𝑡 , Ω𝑢,𝑡 , Ω0,𝑡。

各年度的农用地和未利用地转换成建设用地的系数分别用𝜔𝑎,𝑡, 𝜔𝑢,𝑡表示，通过𝜔𝑎,𝑡 =
∆Ω𝑎,t×𝑁𝑟,𝑡

Ω𝑎,t×∆𝑁𝑢,𝑡
, 𝜔0,𝑡 =

∆Ω0,t×𝑁𝑟,𝑡

Ω0,t×∆𝑁𝑢,𝑡
进行计算，其中Δ表示前后两年的差分值。政府从存量土地获得的垄

断收益中可以使用的比例为𝜇𝑡，本文中利用当年度土地出让总收入与（当年度土地出让总收

入+当年度土地新增抵押价款）的比值来表示11。移民所获补偿占土地出让款比例用𝑚𝑡表示，

本文统计的土地补偿款数据来源于《中国财政年鉴》，包括政府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以及

被征地农民的补助支出。转换成建设用地的土地中农村建设用地的占比用𝜑𝑟,𝑡表示，按照

𝜑𝑟,𝑡 =
∆Ω𝑟,𝑡

∆Ω𝑟,𝑡+ ∆Ω𝑛,𝑡+∆Ω𝑢,𝑡
公式计算。最后，𝜎𝑐表示上期存量城市建设用地中生产性用地所占比

例，𝜎z表示本期新增城市建设用地中生产性用地所占比例，我们根据国土资源部《全国城镇

土地利用数据汇总成果分析报告》中的相关内容进行测算这两个参数的年度取值；但由于该

报告仅有 2013–2016 年份进行了公开，因此存在部分数据缺口情况。 

至此，模型中还剩𝛼、𝜙、𝜏𝑛三个参数取值需要校准确定。其中，𝛼刻画了农产品消费对

居民效用的贡献率；𝜙代表居民从农村区域迁移到城市区域的过程中所损失的人力资本，也

代表我国户籍制度限制所带来的摩擦成本；𝜏𝑛代表居民使用生产性用地时可以获得地方政府

的地租补贴比率。我们通过模型均衡的数值求解来校准𝛼、𝜙、𝜏𝑛的取值，使得模型均衡内

生决定的三个矩能够拟合数据中目标矩取值。我们选择的三个目标矩如下：（1）𝑌𝑟𝑎𝑡𝑖𝑜
𝑟𝑒𝑎𝑙 代表

现实中非农 GDP 与农产品 GDP 的比值，通过公式𝑌𝑟𝑎𝑡𝑖𝑜
𝑟𝑒𝑎𝑙 =

𝐺𝐷𝑃2+𝐺𝐷𝑃3

𝐺𝐷𝑃1
 来计算，其中𝐺𝐷𝑃1、

𝐺𝐷𝑃2、𝐺𝐷𝑃3分别代表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和第三产业增加值；（2）𝑅𝑟𝑎𝑡𝑖𝑜
𝑟𝑒𝑎𝑙 代

表现实中城市消费性用地的价格与城市生产性用地价格的比值，通过公式𝑅𝑟𝑎𝑡𝑖𝑜
𝑟𝑒𝑎𝑙 =

𝑅̂𝑢

𝑅̂𝑛
来计

算，其中𝑅̂𝑢与𝑅̂𝑛分别为城市消费性用地租金测算值与生产性租金测算值12；（3）农村人口

 

11 数据中政府的土地收益均为流量收入而非存量收入，并且统计口径中的土地出让收入为实际可用的

收入，而非包括有所土地经营成本的总收入概念。为了测算政府的土地经营成本，我们使用政府在土地金

融环节的年度新增土地抵押贷款这一指标，与当年土地出让收入这一流量指标保持一致。 

12 𝑅̂𝑢代表城市消费性租金用地测算值，用每年商服用地、住宅用地的成交价款总和加上当年其他设施

用地成交价款的一半除以对应年份商服用地、住宅用地的出让面积总和加上当年其他设施用地出让面积的

一半测算求得。同样地，𝑅̂𝑛代表城市生产性租金用地测算值，用每年工矿用地成交价款加上当年其他设施

用地成交价款的一半除以对应年份工矿用地出让面积加上当年其他设施用地出让面积的一半测算求得。所

有数据来源为各年度《国土资源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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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迁移进城的比例，对应模型中的表达式为(ℎ)
𝑘

(ℎ̅)
𝑘

⁄ ，其中ℎ̅为移民人口人力资本临界

值，而在数据中，我们使用(𝑁𝑟,𝑡−1 − 𝑁𝑟,𝑡) 𝑁𝑟,𝑡−1⁄ 逐年测算这一比例。最终目标矩的取值为样

本期逐年计算的平均值。表 2 汇报了参数𝛼、𝜙、𝜏𝑛的校准值，以及目标矩𝑌𝑟𝑎𝑡𝑖𝑜
𝑟𝑒𝑎𝑙 、𝑅𝑟𝑎𝑡𝑖𝑜

𝑟𝑒𝑎𝑙 、ℎ̅

测算值与拟合值。表 2 报告了模型均衡下目标矩取值对目标矩样本取值的拟合情况，可见

𝛼, 𝜙, 𝜏𝑛的选取可以确保模型对 3 个目标矩的精确拟合。接下来，我们将以校准后的模型来考

察土地配置政策的全面影响。 

表 2    模型校准目标矩 

参数 校准值 测算值 

𝑌𝑟𝑎𝑡𝑖𝑜
𝑟𝑒𝑎𝑙̅̅ ̅̅ ̅̅ ̅ 10.3774 10.3826 

𝑅𝑟𝑎𝑡𝑖𝑜
𝑟𝑒𝑎𝑙̅̅ ̅̅ ̅̅ ̅̅  10.2743 10.2743 

(ℎ)
𝑘

(ℎ̅)
𝑘

⁄
̅̅ ̅̅ ̅̅ ̅̅ ̅̅ ̅̅ ̅̅

 0.2744 0.2744 

注：表 2 中所示参数𝑌𝑟𝑎𝑡𝑖𝑜
𝑟𝑒𝑎𝑙 、𝑅𝑟𝑎𝑡𝑖𝑜

𝑟𝑒𝑎𝑙 、(ℎ)
𝑘

(ℎ̅)
𝑘

⁄ 是通过逐年数据计算取平均值所得。 

五、数值求解及结果分析 

利用上文参数校准后的模型，可以通过数值模拟展示城乡土地配置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模型中体现城乡土地配置政策的参数为{𝑚, 𝜔𝑎, 𝜔0, 𝜑𝑟 , 𝜑𝑐}。由于𝜑𝑟 + 𝜑𝑐 = 1，因此我们选择

{𝑚, 𝜑𝑟 , 𝜔𝑎 , 𝜔0}四个变量来刻画城乡土地配置政策：变量𝑚代表农民征地的补偿与土地出让

款的比值；变量𝜑𝑟代表新增建设用地中农村建设用地的占比；变量𝜔𝑎, 𝜔0分别代表移民所拥

有的农用地和未利用地禀赋转换成建设用地的系数。通过上文的理论模型，我们先通过数值

求解，考察不同政策参数对均衡解的影响，然后依次展示不同的土地配置政策如何影响社会

福利水平、农业产出和非农业产出。 

(一)城乡土地配置政策对均衡解的影响 

理论模型中经济体实现空间均衡时，内生变量的均衡解可以归结为移民人力资本ℎ̅及五

个价格变量{𝑝𝑛, 𝑅𝑎 , 𝑅𝑛, 𝑅𝑢, 𝑔𝑢}的均衡值。因此我们对政策参数做比较静态分析时，首先考虑

这六个变量如何随政策参数的变化而变化。 

1. 增加农民的土地补偿对均衡解的影响 

土地征收时，农民从被征收土地所获得的补偿占土地市场价值（租金回报）的比例𝑚是

城乡土地配置政策的一个关键变量。一方面，𝑚决定了移民从其土地禀赋中可能获得的收益

大小，进而影响农民的迁移决策；另一方面，𝑚也决定了政府从土地征收和开发中所能获取

的地租收入，是土地财政的核心指标之一。图 3 报告了𝑚从 0 到 1 变化时，模型均衡解的变

化。由图可见，随着𝑚的增大，移民的人力资本临界值ℎ̅持续下降，这意味着更多农村居民

将迁入城市。移民数量的增加（1）会提升城市规模经济效应，增加非农产品供给，导致非

农产品的价格𝑝𝑛持续降低；（2）农村居民减少，农用地资源越发富余，导致农用地租金价

格𝑅𝑎持续下降；（3）随移民而转化的城市建设用地增加，提升城市用地供给，导致城市生

产性用地租金价格𝑅𝑛、消费性用地租金𝑅𝑢持续下降。政府公共投入𝑔𝑢随着𝑚增大而持续下

降，原因在于政府给予移民的补偿越多，能够投入到公共基础设施的资金就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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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增加对农村建设用地的转换对均衡解的影响 

新增建设用地中，农村建设用地占比𝜑𝑟是城乡土地配置政策的另一个关键变量，决定着

新增建设用地资源在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分配。其值越大，意味着农村所获新增建设用地资源

更多，而相应地城市所获土地资源就越少。为分析其量化影响，我们考察𝜑𝑟从 0 到 1 的变化

时模型均衡的变化，结果见图 4。由图可见，随着𝜑𝑟的增大，移民的人力资本临界状态ℎ̅将

持续上升，意味着留守农村的居民增多。留守居民增多，意味着移民数量减少：（1）使得

城市劳动力供给下降，非农产品的供给减少，其价格𝑝𝑛则持续升高；（2）留守居民越多，

农用地资源趋紧，导致农用地租金价格𝑅𝑎持续上升；（3）随移民转化的城市建设用地减少，

导致城市土地供给减少，城市生产性用地租金价格𝑅𝑛和消费性用地租金价格𝑅𝑢持续上升。

政府公共投入𝑔𝑢持续上升，这是因为随着移民数量减少，政府给予移民的补偿也减少，则有

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 

图 4   新增建设用地中农村建设用地占比𝜑𝑟对模型均衡的影响模拟结果 

 
注：各变量含义同图 3 

图 3   农民失地补偿占比𝑚对模型均衡的影响模拟结果 

 
注：ℎ̅代表移民临界值，𝑝𝑛代表单位非农产品的价格，𝑅𝑎代表单位农用地租金价格，𝑅𝑛代表单位城市生

产性用地租金价格，𝑅𝑢代表单位城市消费性用地租金价格，𝑔𝑢代表政府基础设施公共投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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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增加农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对均衡解的影响 

农民迁移到城市的过程中，其拥有的农用地禀赋转变为建设用地的系数𝜔𝑎是城乡土地

配置政策的另一维度。其值越大，意味着政府将更多的农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提高建设用

地的供给。但另一方面，农用地也会相应减少。图 5 报告了𝜔𝑎从 0 到 0.1 的变化对模型均衡

的影响。由图可见，随着𝜔𝑎的增大，移民的人力资本临界状态ℎ̅将持续下降，意味着移民数

量增加，城镇建设用地供给也会增加。因此，对价格变量{𝑝𝑛, 𝑅𝑎 , 𝑅𝑛, 𝑅𝑢, 𝑔𝑢}均衡水平的影响

与上文对𝑚的分析讨论类似。 

4. 增加未利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对均衡解的影响 

最后一个土地配置政策参数是农民迁移过程中其未利用地禀赋转变为建设用地的系数

𝜔0。这一转换率越高，意味着更多的未利用地资源能转变成建设用地，提升建设用地的供

给。图 6 报告了𝜔0从 0 到 0.1 变化时对模型均衡解的变化。由图可见，随着𝜔0的增大，移民

的人力资本临界状态ℎ̅将持续下降，意味着越多农村居民将迁入城市区域，其他均衡变量

{𝑝𝑛, 𝑅𝑎 , 𝑅𝑛, 𝑅𝑢, 𝑔𝑢}的变化也与上文第 1 点𝑚的分析相同。 

图 5   农用地转换建设用地系数𝜔𝑎对模型均衡的影响模拟结果 

注：各变量含义同图 3 

图 6   未利用地转换建设用地系数𝜔0对模型均衡的影响模拟结果 

 注：各变量含义同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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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政策对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 

掌握了土地配置政策参数变动对空间均衡的影响后，我们接下来聚焦于政策对农村、城

市居民及移民的福利影响。这三类人群的加总福利水平分别为对应个体福利的加总： 

𝑇𝑈𝑟 = 𝑁𝑟 ∫ 𝑈𝑟
ℎ

ℎ̅

ℎ

𝑘ℎ𝑘

ℎ𝑘+1
𝑑ℎ, 𝑇𝑈𝑚 = 𝑁𝑟 ∫ 𝑈𝑚

ℎ
+∞

ℎ̅

𝑘ℎ𝑘

ℎ𝑘+1
𝑑ℎ, 𝑇𝑈𝑢 = 𝑁𝑢 ∫ 𝑈𝑢

ℎ
𝑘ℎ𝑘

ℎ𝑘+1
𝑑ℎ

+∞

ℎ

 

相应地，经济体总体福利水平为：𝑇𝑈 = 𝑇𝑈𝑟 + 𝑇𝑈𝑚 + 𝑇𝑈𝑢。我们依次讨论城乡土地配

置政策变量{𝑚, 𝜑𝑟, 𝜔𝑎, 𝜔0}对社会整体和 3 类人群加总福利的影响。 

1. 增加农民的补偿对福利水平的影响 

图 7 模拟了农地增值补偿比例𝑚的不同取值对社会整体和 3 类人群福利水平的影响。由

图 7(a)可知，随着𝑚增大，经济体整体社会福利水平𝑇𝑈呈现倒 U 型。这是因为𝑚的增大意味

着政府增加移民的补偿，但伴随的是公共基础设施投入的减少。一方面，政府提升移民补偿

能够促进劳动力迁移到城市，集聚效应能够提升社会整体福利水平；另一方面，移民补偿的

减少意味着公共基础设施投入的增加，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产生外部性，提升社会

福利水平。因此，政府需要在移民补偿和公共基础设施投入之间进行抉择，一个恰当的政策

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 

图 7(b)-(d)分别表示变量𝑚对农村居民福利水平𝑇𝑈𝑟、城市居民福利水平𝑇𝑈𝑢和移民福利

水平𝑇𝑈𝑚的影响。由图 7(b)结果显示，随着𝑚的增大，𝑇𝑈𝑟呈现倒 U 型。这是因为𝑚的增大

会促进移民，增加留守居民的农村土地禀赋，从而提升农村居民福利水平。但同时伴随着具

有较高人力资本禀赋的农村居民迁移城市，较低人力资本禀赋的居民留守农村，这部分影响

效应则会降低农村居民福利水平。图 7(c)显示，随着𝑚的增大，𝑇𝑈𝑢单调递减。这是因为𝑚

的增大意味着政府能够投入到公共基础设施的资金减少，使得这部分公共基础设施的外部性

不能得到体现，从而影响了城市居民的福利水平。图 7(d)显示，随着𝑚的增大，𝑇𝑈𝑚单调递

增。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𝑚直接决定给予移民的补贴。 

我们发现，存在一个𝑚值，使得经济体整体福利水平𝑇𝑈达到最大值，即代表着最优城乡

土地配置的政策。表 3 中是通过模型测算出的最优𝑚值与现实值的对比情况，两者的差值为

0.0263。从数值求解的结果来看，我国的土地政策还有改进空间，出于最大化全体社会成员

福利的考虑，应当适当降低对进城移民土地征收的平均补偿比例。这一量化结果与一些常见

的社会公众看法相左。社会舆论的常见看法认为，农村居民土地征收及城市化过程中，所获

得的货币补偿过少，其土地“财产”权益受到侵害。我们认为现实中的确存在农村居民土地

权益被侵害的情况，但同样也存在诸如近郊农地过度补偿的情况。从加总土地补偿数据来

图 7   农民失地补偿占比𝑚对福利水平的影响 

注：𝑇𝑈代表经济体加总社会福利水平，𝑇𝑈𝑟代表农村居民福利水平，𝑇𝑈𝑢代表城市居民福利水平，

𝑇𝑈𝑚代表移民福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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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农地在转换为城市用地的过程中，整体补偿收益在土地价值提升中的占比并不低。与此

同时，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确能够产生广泛的外部性，因此如果土地升值中更多的部分

能够用于提高城乡公共投资，其潜在福利贡献是不可忽略的。最优土地补偿占比的水平，只

能通过构造量化模型对现实情况进行细致分析才能得出结论。这也正是本文的初衷。 

表 3   模型测算最优解与现实值情况 

时间 现实值 最优值 

2009-2016 0.5354 0.5091 

 

2. 增加对农村建设用地的转换对福利水平的影响 

图 8 报告了新增建设用地中农村建设用地占比𝜑𝑟对社会整体和 3 类人群福利水平的影

响。由图 8(a)可知，当𝜑𝑟持续增大时，社会整体福利水平𝑇𝑈是一直下降的。这是因为城市区

域的生产效率显然更高，因此单位建设用地如果投入于城市，对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显然也

高于投入到农村对福利水平的影响。当𝜑𝑟不断增大时，意味着政府将更多的新增建设用地资

源投入到农村区域，从而导致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不断下降。因此，基于社会整体福利水平

最大化的考虑，选择𝜑𝑟 = 0是此时的最优政策选择。 

图 8(b)-(d)分别表示变量𝜑𝑟对农村居民福利水平𝑇𝑈𝑟、城市居民福利水平𝑇𝑈𝑢和移民福利

水平𝑇𝑈𝑚的影响。由图 8(b)显示，随着𝜑𝑟的增加，𝑇𝑈𝑟单调递增。这是因为𝜑𝑟的增加意味着

新增建设用地中分配给农村区域的比例更大，会明显提升农村居民的福利。由图 8(c)显示，

随着𝜑𝑟的增加，𝑇𝑈𝑢单调递增。这是因为𝜑𝑟的增加会提升移民的人力资本临界状态ℎ̅，即阻

碍移民倾向。少数具有较高人力资源禀赋的移民，会提升城市区域的规模经济效应，从而提

升原城市居民的福利水平。由图 8(d)显示，随着𝜑𝑟的增加，𝑇𝑈𝑚单调递减。这是因为，𝜑𝑟的

增加意味着新增建设用地中分配给城市区域的比例更小，降低了移民所获得的征地补偿，因

此会降低移民的福利水平。 

图 8   新增建设用地中农村建设用地占比𝜑𝑟对福利水平的影响 

注：各变量含义同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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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增加农用地对建设用地的转换对福利水平的影响 

图 9 刻画了农用地转换比例𝜔𝑎对社会整体和 3 类人群福利水平的影响。由图 9(a)不难看

出，提升农用地转换成建设用地的比例，会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水平。其本质原因在于城市固

有的生产率更高，且规模和人力资本的集聚效应放大了城市生产率与农村生产率间的差距。

为了有效利用城市更高的生产率，土地配置也应该偏向于城市。因此，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

角度看，应提升𝜔𝑎的大小。图 9(b)显示，随着𝜔𝑎的增加，𝑇𝑈𝑟呈现倒 U 型。这是因为𝜔𝑎的

增加一方面会促进移民，增加留守居民的农村土地禀赋，从而提升农村居民福利水平；但另

一方面更多的农用地资源转换成建设用地，使得农业产出下降进而带来农村居民收入水平降

低。图 9(c)和 9(d)显示，随着𝜔𝑎的增加，𝑇𝑈𝑢单调递减而𝑇𝑈𝑚单调递增。这是因为𝜔𝑎的增加，

会促进移民，并且会使得移民持有的农用地资源更多地转换成建设用地，移民人群能够得到

的政府补偿也就越多，从而增加移民的福利水平。但同时，更多的人口意味着非农产品价格

的下降，从而减低了原有城市居民的收入，导致其福利水平的下降。 

4. 增加未利用地对建设用地的转换对福利水平的影响 

图 10 进一步刻画了未利用地转换比例𝜔0对社会整体和 3 类人群加总福利的影响。与上

文分析𝜔𝑎类似，由图 10(a)不难发现，不断提升未利用地转换成建设用地的比例，会一直

提升社会整体福利水平。因此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考虑，应提升𝜔0的大小。图 10(b)-(d)

注：各变量含义同图 7 

图 10   未利用地转换建设用地系数𝜔0对福利水平的影响 

图 9   农用地转换建设用地系数𝜔𝑎对福利水平的影响 

注：各变量含义同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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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表示变量𝜔0对农村居民福利水平𝑇𝑈𝑟、城市居民福利水平𝑇𝑈𝑢和移民福利水平𝑇𝑈𝑚的影

响。模拟结果与上文分析𝜔𝑎类似，不再赘述。 

(三)政策变化对农业产出的影响 

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守 18 亿亩耕地红线，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这是由

我国的基本国情和严峻的耕地保护形势所决定的：我国人均耕地少，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保持足够数量的粮食产出，必须保有一定数量的耕地，需要加强对农用地特别是耕地的保

护。通过模型的模拟，我们可以评估土地政策对于农业产出的影响。结果见图 11。 

由图 11(a)知，农业产出𝑌𝑎随𝑚的增加单调递减，这是因为𝑚的增加会导致人力资本临界

值ℎ̅的降低（图 3a 所示），促进移民，导致农村的劳动力减少。在农业生产率不变的前提下，

这会使得农产品的产出𝑌𝑎下降。由图 11(c)知，农业产出𝑌𝑎随着𝜔𝑎的增加单调递减，这是因

为𝜔𝑎的增加意味着农用地转换成建设用地的比例提升，会直接导致农用地的减少和农产品

产量𝑌𝑎下降。由图 11(b)知，农业产出𝑌𝑎随𝜑𝑟的增加单调递增。一方面，𝜑𝑟的增加提高了临

界人力资本的门槛（图 4a），使得更多居民留守农村；另一方面，更多的人口留在农村，也

增加了农用地的供给。因此𝜑𝑟的增加最终会导致农业产出𝑌𝑎的增加。由图 11(d)知，农业产

出𝑌𝑎随𝜔0的增加单调递减。如图 6(a)所示，𝜔0的增加降低了临界人力资本的门槛，使得更多

居民迁入城市；这同时减少了农用地的供给，因此𝜔0的增加最终会导致农业产出𝑌𝑎的减少。 

(四)政策变化对非农产出的影响 

与农业产出相对应，非农产出同样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土地政策的调整显然对非农

产出的影响更为复杂。如何根据非农产出的目标，选择最有效率的土地政策是本节分析的问

题。经济体非农业总产出为： 

𝑌𝑛 = 𝑁𝑟 ∫ 𝑦𝑚
ℎ

+∞

ℎ̅

𝑓(ℎ)𝑑ℎ + 𝑁𝑢 ∫ 𝑦𝑛
ℎ

+∞

ℎ

𝑓(ℎ)𝑑ℎ 

图 11   土地政策变化对农业产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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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结果如图 12 所示。由图 12(a)-(d)可知，非农产出𝑌𝑛随𝑚, 𝜔𝑎和𝜔0的增加均呈现倒 U

型。这是因为，这三个变量的增加均会促进移民，同时也会促进城市建设用地的供给，这两

点会提升非农产出，但同时𝑚, 𝜔𝑎和𝜔0的增加意味着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投入的减少，会降低

规模经济效应，对非农产出造成不利影响。通过模拟我们发现，分别存在一个𝑚, 𝜔𝑎和𝜔0值，

使得经济体非农产出𝑌𝑛达到最大值，即代表着在非农产出目标制下最优城乡土地配置的政

策。表 4 中是通过模型分别测算出的最优𝑚, 𝜔𝑎和𝜔0值与现实值的对比情况。从数值模拟的

结果来看，我国的土地政策还有改进空间，出于最大化非农产出的考虑，应当降低对进城移

民土地征收的平均补偿比例。这一模拟结果同样反应出，目前给予移民的补偿过高的事实。

同时也应该适当地提升农用地和未利用地转换成建设用地的比例。由图 12(b)可知，非农产

出𝑌𝑛随 𝜑𝑟的增加单调递减。这是因为，𝜑𝑟的增加意味着新增建设用地中分配给城市建设用

地资源减少，自然会影响非农产出。 

表 4  模型测算最优解与现实值情况 

参数 现实值 最优值 

𝑚 0.5354 0.0591 

𝜔𝑎 0.0128 0.0346 

𝜔0 0.0173 0.0715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空间均衡模型，将人口迁移、人力资本集聚、政府公共投资，以及土地利

用制度特征等元素纳入其中，并利用相关数据，量化评估我国城乡土地配置政策对经济发展

的影响。以加总社会福利为目标函数，量化考察了最优城乡土地配置政策。数值结果显示，

我国仍有相当大的空间可以改进土地配置效率，统筹城乡协调发展。 

本文认为，在不改变现行土地用途管理的基本政策框架下，激活农村建设用地市场，可

以有效弥补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建设用地的不足。对迁入城市的农村居民，现行土地补偿机

制须适当调整。基于提升农村居民的补偿与政府公共投资的融资需求之间的权衡，本文的量

化测算发现，现实中实施的土地收益补偿比例平均值接近但高于理论最优水平，模型计算表

明最优土地补偿比例应比数据测算的平均水平低 2.6%。同时，为了保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投资，政府需减少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使得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与人口增长适度匹配。 

本文的政策启示是：在现有土地用途管理的基本政策框架下，应注重未利用地-农村建

设用地的统筹利用，进一步完善城市建设用地的来源渠道，通过可持续的城乡土地开发，实

现更好的基础设施投资与人口迁移绩效。 

 

图 12  土地配置政策对非农产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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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相关数据表格 

附表 1：中国 2009-2015 年年末人口情况 

时间 
总人口 

（万） 

城镇人口 乡村人口 

数量（万） 占比 数量（万） 占比 

2009 133450 64512 0.483 68938 0.517 

2010 134091 66978 0.499 67113 0.501 

2011 134735 69079 0.513 65656 0.487 

2012 135404 71182 0.526 64222 0.474 

2013 136072 73111 0.537 62961 0.463 

2014 136782 74916 0.548 61866 0.452 

2015 137462 77116 0.561 60346 0.439 

2016 138271 79298 0.573 58973 0.427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附表 2：2009-2016 年中国土地利用情况 

单位：万亩 

年份 农用地 农村建设用地 城市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2009 971662.94 41623.83 10875.5 397546.3 

2010 970919.61 42131.93 11385.9 397271.1 

2011 970308.83 42574.18 11902.2 396952.6 

2012 969698.46 42938.62 12421.9 396667.8 

2013 969252.65 43314.92 12869.7 396309.8 

2014 968611.5 43820.89 13350.4 395951.8 

2015 968185.2 44148.14 13741.7 395664.6 

2016 967690.05 44496.15 14146.5 395407 

数据来源：《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以及自然资源部相关的报告 

附表 3：农民补偿款和土地出让收入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征地和拆迁补偿 土地出让款 

2009-2010 11191.59 27464.48 

2010-2011 15730.15 32126.08 

2011-2012 14926.59 28042.28 

2012-2013 22612.62 43745.30 

2013-2014 22056.33 34377.37 

2014-2015 17935.82 31220.65 

2015-2016 21340 36461.68 

数据来源：《中国财政年鉴》及相关网络报道 

附表 4：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情况 

单位：亿元 

时间 第一产业增加值 第二产业增加值 第三产业增加值 

2009-2010 39362.6 191629.8 235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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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1 46163.1 227038.8 28167.6 

2011-2012 50902.3 244643.3 31248.3 

2012-2013 55329.1 261956.1 35987.6 

2013-2014 58343.5 277571.8 38000.8 

2014-2015 60862.1 282040.3 41701 

2015-2016 60139.2 295427.8 390828.1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二)参数校准 

此部分主要介绍参数{𝛼, 𝜙, 𝜏𝑛}的校准。 

𝛼和𝜙的校准结果如附表 5 所示。𝛼刻画了农产品消费对居民效用的贡献率。𝜙代表居民

从农村区域迁移到城市区域的过程中，所损失的人力资本，也代表我国户籍制度限制所带来

的摩擦成本。𝜏𝑛代表居民使用生产性用地时可以获得地方政府的地租补贴比率。我们采用校

准的方法是通过不断调节𝛼、𝜙、𝜏𝑛的值，使得模型中求得目标矩{𝑌𝑟𝑎𝑡𝑖𝑜
𝑟𝑒𝑎𝑙 、𝑅𝑟𝑎𝑡𝑖𝑜

𝑟𝑒𝑎𝑙 、ℎ̅}校准值

与真实值相近。𝑌𝑟𝑎𝑡𝑖𝑜
𝑟𝑒𝑎𝑙 代表现实中非农产值与农产品产值的比值，通过公式𝑌𝑟𝑎𝑡𝑖𝑜

𝑟𝑒𝑎𝑙 =
𝐺𝐷𝑃2+𝐺𝐷𝑃3

𝐺𝐷𝑃1
 

来计算，其中𝐺𝐷𝑃1、𝐺𝐷𝑃2、𝐺𝐷𝑃3分别代表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和第三产业增

加值。𝑅𝑟𝑎𝑡𝑖𝑜
𝑟𝑒𝑎𝑙 代表现实中城市消费性用地的价格与城市生产性用地价格的比值，通过公式

𝑅𝑟𝑎𝑡𝑖𝑜
𝑟𝑒𝑎𝑙 =

𝑅𝑢

𝑅𝑛(1−𝜏𝑛)
来计算。ℎ̅代表农村居民迁移到城市区域的人力资本临界值，即人力资本高

于ℎ̅的农村居民有迁移到城市生活工作的意愿，同时ℎ̅也刻画了城市化率，通过公式𝑁𝑟,t =

𝑁𝑟,t−1 (1 −
(ℎ)

𝑘

(ℎ̅)𝑘)，因此可以通过现实中隔年的城市化率变化来计算ℎ̅。附表 5 是本文中使得

模型达到均衡时参数𝛼, 𝜙, 𝜏𝑛的值，此处是由逐年数据校准所得的结果。 

附表 5： 𝛼, 𝜙, 𝜏𝑛的校准情况 

时间 𝛼 𝜙 𝜏𝑛 

2009-2010 0.2783 2.9423 0.8085 

2010-2011 0.2682 3.1107 0.8092 

2011-2012 0.2624 3.0154 0.8095 

2012-2013 0.2559 3.0368 0.8097 

2013-2014 0.2484 3.5838 0.7843 

2014-2015 0.2437 2.4354 0.8216 

2015-2016 0.2215 3.2159 0.8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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